
建立AI學習數據治理制度 可由一紙合約開始
何杏研、趙藝婷、王柏林 原載於《明報》2026 年 9 月 10 日

文章摘要：要讓AI真正支援因材施教，香港需要把學習數據的可攜性、互通性及擁有權原則，轉
化為學校可落實的治理安排。本文提出三層做法：以共同問題清單協助學校審視供應商；由辦學
團體制訂標準合約，減少各校重複工作；並由教育界及專業團體建立自願認證，協助學校評估產
品。在保留校本自主和市場選擇的同時，香港可先透過指引、合約及試點建立共同規則，並配合
教育數據辭庫和校內數據素養培訓，逐步完善治理制度，毋須等待專門法例才開始行動。

筆者前文提到（刊2026年8月27日《明報》），人工智能（AI）已逐步進入香港課室，但要實現

大規模因材施教，關鍵不止在於採用更先進工具，而在於學習數據能否持續保存、整合和運用。

現時不同學校和AI平台，採用各自的數據格式和標準，學生轉校、升學或轉換平台時，過往累積

的學習紀錄往往無法延續，形成「數據孤島」。因此香港應逐步建立數據可攜性、互通性、數據

擁有權3項原則，讓AI協助教師長期掌握學生學習需要，真正把因材施教帶進課室。原則不難理

解，真正困難的是，在香港現有制度下應如何落實？

設想學校剛獲得50萬元撥款，正準備採購AI學習平台。供應商展示自動批改、個人化練習和學習

分析，學校自然會問價格、準確度和教師是否容易使用；但當話題轉到數據治理，答案往往變得

模糊——「只蒐集所需資料」、「採用業界安全標準」。乍聽起來合理，卻沒有回答最重要問

題。

平台究竟蒐集哪些數據？學生轉校或學校轉用其他平台時，過去紀錄能否以通用格式匯出？供應

商可否把學生習作用來訓練AI模型？分判商能否接觸資料？合約終止後，數據會交還抑或刪除？

AI學習數據治理，涉及教育、法律、資訊科技、資訊保安和數據管理。若每所學校都要自行研究

條款、審查供應商和判斷技術標準，等於要求各校自設專業團隊。

香港有官立、津貼、直資及私立學校，大部分公營學校由辦學團體營辦，重視校本管理和學校自

主，各校按教學需要選擇產品。這與新加坡由政府建立全國統一平台、配合中央採購和審批的模

式，並不相同。

多元選擇是香港優勢，但若欠缺共同規則，選擇愈多，數據反而愈分散。解決方法不應是在學校

之上再加一道中央審批，亦不應把責任全推回每一所學校，而是善用香港現有制度，分3層建立

共同治理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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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步：讓學校懂得問對問題

第一層由採購開始。未來經濟學院《香港中小學AI應用與數據治理》研究報告，整理了「校內數

據管治常見問題」十問，涵蓋蒐集目的、儲存保安、使用限制、數據擁有權、匯出與刪除、透明

度、互通性、成效等範疇，並列出注意事項。其作用不是要求校長成為「私隱律師」或「數據工

程師」，而是讓學校在坐到供應商面前時，有一套共同語言。供應商倘說「只蒐集必要資料」，

學校便可要求逐項列明資料欄位及教學用途；若聲稱數據可以匯出，便要再問格式是否通用、另

一平台能否讀取。

當愈來愈多學校提出相同要求，市場亦會改變——支援數據匯出、限制二次使用、清楚交代合約

終止安排，便會由個別學校的額外要求，逐步變成供應商競爭的基本條件。採購不止是買一套工

具，也可以是建立市場規則的第一步。

第二步：不讓每所學校由零開始

惟問題清單只能幫助學校問對問題，未必足以使每所學校獨自談好合約。很多治理工作的成本都

是固定的，無論學校有500還是1000名學生，都要審查供應商、審閱條款和制訂資料管理程序。

各校重複做一次，不單浪費資源，也容易產生互不相容的標準。

香港現有辦學團體制度，正好提供中間一層的解決方法。現時約兩成規模較大的辦學團體，管理

約三分之二的中小學，早已在政府與個別學校之間，向屬校提供行政和專業支援。它們可進一步

為AI平台制訂標準合約，統一規定數據擁有權、匯出格式、供應商使用限制、最低保安要求，及

合約終止後的資料交還安排。

以美國為例，學生數據私隱聯盟（A4L’s Student Data Privacy Consortium）推出了全國標準合約，

供應商簽署一次後，其他學區便可沿用，至今已促成逾22萬份協議。本港大型辦學團體亦可先行

開展試點，讓屬校不必每次都由一張白紙開始。

第三步：用認證建立信任

即使有共同問題和標準合約，學校仍要在眾多產品之間做選擇。第三層可由辦學團體、教育界、

大學及專業團體共同成立獨立非牟利平台，參考澳洲「Safer Technologies 4 Schools」做法，按私

隱、安全、負責任AI等準則，為教育科技產品提供自願性的認證。

認證與政府白名單有根本分別——後者決定學校「可以用什麼」，自願認證則提供一個可信的品

質標誌，協助學校判斷產品是否符合基本要求，但最終仍由學校按教學需要做決定。這既可降低

每所學校自行評估的成本，也可保留市場競爭和校本創新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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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以行政措施起步

或許有人會問：如此重要的學生數據，是否應先立法才行動？研究顯示，香港現階段毋須等待專

門法例，也未必需建立中央平台或審批制度。現行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已為資料蒐集、使

用和保安，提供基本法律框架。眼前最迫切缺口，是把可攜、互通和數據控制等原則，轉化為共

同教育數據治理規則。

國際經驗也顯示，行政措施往往是起點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（OECD）比較29個教育系統後發

現，只有約三分之一以法規要求「教育數字平台」採用指定技術標準；規定數據可攜標準的更只

有7個。英國的做法較切合香港——政府不替學校指定產品，而是透過教育科技採購及生成式AI

指引，要求供應商交代資料蒐集、私隱保障和安全措施，協助學校釐清數據流向和風險。

行政措施並非否定立法。AI技術和產品仍在快速轉變，指引、標準合約和試點較能及時更新，也

可讓教育界先累積實務經驗。待共同標準和市場做法成熟後，政府再判斷哪些核心要求需寫入法

例，制度才有穩固實踐基礎。

本港教育局亦可同步做好兩個基建：建立全港教育數據辭庫，統一主要數據的定義、格式和編

碼；並在《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》的培訓裏加入數據素養，令每所學校至少有一名專責人員

統籌治理。這些工作毋須等待新法例，卻能夠立即減少各校各自摸索的成本。

下一次學校坐在供應商面前，問題便不應只是哪個AI模型更聰明、哪項功能更吸引，而是學生的

數據能否帶走、不同平台能否互通，及學校能否決定如何使用。當學校懂得問、辦學團體有能力

談、教育界有機制評估，香港便能在保留自主和創新的同時，逐步建立共同規則。AI學習數據治

理，不必由一條新法例開始，也可以由一張問題清單、一份標準合約和一個可信的認證標誌開

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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